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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肖永平

摘 要  中国国际法学发端、奠基于武汉大学。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始终引

领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周鲠生创立国际公法学、李浩培创立国际私法学，具有开山启林之

功；韩德培创立大国际私法学，姚梅镇创立国际经济法学、国际投资法学，梁西创立国际组织

法学，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深化国际法学科建设的代表；曾令良、黄进、余劲松分别主编《国

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三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为构建

21世纪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因具有追求国

际法治、注重体系构建、秉持公平正义、站稳国家立场、提炼中国实践的鲜明特质，被誉为珞

珈国际法学派。在进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勇担构建中国自主国际

法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具有理论吸引

力、制度塑造力与实践公信力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为目标，通过设置国际法一级学科，打破学

科界限、践行问题导向、遵循“两个结合”、坚持“三个面向”，为中国国际法理论真正屹立于世

界学术之林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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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际法”①，既可指国际公法，也可指与国内法相对应的国际法体系，因为现代“国际法已不是

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

（P5）。这些法律或规则，包括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强行法或一般法律原则、国际社会长期积累而成的国

际习惯、反映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国际条约和各国用来规范对外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2］（P1-19）。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存在一些类似于近代国际法的规则，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在交往中共同信

守的礼、信、敬、义［3］（P29）。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只承认“天朝”是国家，通过朝贡制度维系中国与邻邦的

不平等关系，这种国际交往体制无法生成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

明清时期，我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限制国际通商贸易及文化交流。当近代国际法在欧洲形成和发

展时，中国对此鲜有人知。一般认为，国际法正式引入中国始于鸦片战争。1839年，清朝钦差大臣林则

徐到广州禁烟期间，发现国际法有可用之处，便委托美国人皮特·帕迪克等人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所

著《国际法》关于战争、封锁、扣船等章节。1862年，清政府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美国学者惠顿的国

际法著作译成中文，以《万国公法》为名于1864年正式出版［4］（P50）。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强迫中国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据不完全统计，在1840年至

1949 年间，西方列强强迫历届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或条约性文件 1356 件，在中国获得割地、租界、赔款和

① 为尊重历史文献原貌，本文使用的“国际法”有时指国际公法，有时指国际法体系，具体含义要根据上下文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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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外法权、内河航运权等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5］（P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主权平等观念渐为国人知，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渐高涨。晚清维新

派最早提出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系统提出修改不平等

条约的要求。孙中山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政

治纲领。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发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不平等条约才彻底

废除。

在中国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历史洪流中，一批仁人志士留学欧美学习国际法，回国传播和

研究国际法，同时运用国际法维护我国主权与安全，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不朽基业。在

此历史进程中，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一直发挥着开创、引领作用，被誉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本文首先

对珞珈国际法学派追根溯源，再从学派的构成要素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的共同特质来回答珞珈国际

法学派何以成立，最后提出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如何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注重构建国际法体系，综合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不断开拓和

丰富国际法二级学科。这是珞珈国际法学派区别于其他国际法研究的突出特点。

（一） 开启山林：国际公法学与国际私法学的创立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鲠生创立的国际公法学和李浩培创立的国际私法学对中国国际法学具

有开山启林之功。

1. 周鲠生创立国际公法学

1912年成立的湖北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法律科，开设国际公法课程。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设法

律系，同年将国际公法定为必修课，计12个学分。此后十年，周鲠生一直主讲国际公法。后来，王铁崖、

赵理海先后在武汉大学讲授和研究国际公法［6］（P147）。

周鲠生与李四光、王世杰等人发起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他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法律系

主任、教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7］（P49-50）。周鲠生在政治、外交、国际法、宪法等领域均

有精深研究，特别是在国际法领域独著《国际法大纲》和《国际法》，创立了国际公法学，被誉为“中国国际

法之父”［8］（P4）。

《国际法大纲》是周鲠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编写的讲义。与多数西方学者将国际法分为自然法与意

志法，或者战时法与平时法不同，周鲠生将国际法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9］（P19-21）。《国际法大纲》除导

论、附录以外，本论实体法卷详述国际法的主体、客体、国际交涉和国际交涉机关，程序法卷阐释国际争

议及其解决手段和战争法问题。该著作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移植西方国际法并使其逐步本土化的重要

成果，由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发行，后多次修订重印，被列为当时的大学丛书，一度成为东京大学国际法

必读书。2013年，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录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再版，说明该著作对我国国际法学

具有开山启林之功［9］（P259-297）。

《国际法》在《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尽量深化国际法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实践，及时反映中国学者

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社会的最新动态，设12章60余万言。作为周鲠生毕生研究和运用国际法的总结性论

著，这种以和平法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公法学反映了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确立“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

原则。韩德培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最有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在我国，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前

无古人’的著作。”［8］（P4）《国际法》全面系统论述了传统国际法的实质变化和现代国际法的最新发展，分

析了大量国际实践和案例，并将中国实践与一般国际法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论

证，堪称中国国际公法学的集大成之作［10］（P866-878），也是中国国际公法学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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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浩培创立国际私法学

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际私法立法《法律适用条例》，标志着中国国际私法制度

的诞生。1929年以后，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开设国际私法必修课，共六个学分，先后由梅汝璈、燕树棠、

李浩培主讲。

李浩培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85年当选为国际法研究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联合国前

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11］（P829-844）。李浩培的学术研究跨越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均

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晚年出版的《条约法概论》《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都是传

世经典［12］（P333-357）。他于1945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的《国际私法总论》是中国学者早期探索国际私法学

科体系的代表作。该书由绪论、总论和附录组成，绪论分三章论述国际私法的对象与定义、国际私法与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总论分七章阐述系属因素、当事人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公共秩

序、反致与转致、定性、法律规避、外国法的适用，附录部分是《法律适用条例》。该书参考了当时最新出

版的多部英文、法文及德文著作，特别结合中国当时的国际私法立法，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堪称当时中

国学者构建国际私法学科体系的代表性成果［13］（P165）。

（二） 深化学科：大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及其他学科体系的构建

1980年，为了响应邓小平关于大力加强国际法研究的号召，武汉大学率先成立国际法专门研究机构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对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开展综合研究，在韩德培、姚梅镇、梁西

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不断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持续深耕国际法学科，创立了大国际私法学、国

际经济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国际组织法学，为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年代遇到的国际法问题作出了重

要贡献。

1. 韩德培创立大国际私法学

韩德培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武汉大

学教授会主席、副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领导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中国环境法研究会，被

推举为创始会长。韩德培在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和法学教育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特别

是在国际私法领域提出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成为学界主流，被公认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14］

（P20-28）。

韩德培在主编我国高校第一部《国际私法》统编教材时提出大国际私法体系，力主国际私法应以涉

外民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其研究不能局限于冲突法问题，应当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实体

法［15］［16］。他倡导用发展眼光，结合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研究国际私法，明确统一实体法

是现代国际私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国际私法既包括冲突规范、实体规范，又包括程序规范。

基于上述大国际私法理论，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和《国际私法》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新

体系，包括总论、冲突法编、统一实体法编、国际民事诉讼法编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编。作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期间的国家级规划教材，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采用最广

泛、影响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国际私法教材，荣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2. 姚梅镇创立国际经济法学与国际投资法学

姚梅镇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副主任，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领导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

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晚年专注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投资法研究，是我国国际经济法学与国际投资法学的

开拓者与奠基人［17］（P23-24）。

姚梅镇在我国率先打破传统法学分科，从实际出发，采取比较综合研究方法，联系国际法和国内法

研究国际经济法。他认为国际经济法既不属于国际公法，也不属于国际私法，而是一门以研究国际经济

关系法律问题为对象的独立的综合性法律学科［18］（P1-9）。他在1989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概论》中以问

题为中心，按照绪论、跨国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技术转让、进出口贸易管理与控制、国际经济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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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国际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支付、国际信贷与国际债券、国际税

法、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争议及其解决等问题，构建的“总论+六法”①，标志着我国国际经济

法学从理论到体系的确立。该书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姚梅镇独著的《国际投资法》首次从资本输入国法制、资本输出国法制和双边、多边条约的国际法制

出发，结合国际和国内判例、学说，对比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对国际投资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进行全

面系统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投资法学科体系，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

要影响，获国家教委第一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时至今日，我国国家级规划教材《国际投资法》仍

然沿用这个体系［17］（P24）。

3. 梁西创立国际组织法学

梁西曾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公认的国际组织法奠基人。梁西在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首开“国际组织法”课程，出版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法的专著《现代国际组织》。

梁西认为，国际组织法的体系并没有固定模式，既可以将国际组织法分为组织性条约与行政性法规，又

可以分为对外关系法与内部关系法，也可以列举国际组织成立、运行中的重要事项，还可以分为全球性

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的法律制度［19］（P12-14）。《现代国际组织》综合后两种标准，设五编论述国际组织的基

本原理、历史沿革、法律地位和发展趋势，比较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宗旨原则、组织结构、职权范围及活

动程序，并对集体安全制度、非殖民化等重大国际法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介绍区域性组织、专门性组织和

各大洲主要国际组织的法律制度［20］（前言）。

该书先后修订、增补、再版六次，开创并逐步完善了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科体系，特别增加了国际组织

的功能与作用、联合国半世纪综述等内容。该书对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法的理念、性质、形态、功能、渊

源、体系、发展规律、关系协调、时代背景、人类社会的组织化等基本问题作出了论述，提出了结构平衡

论、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职能性原则、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三级结构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三脚

架原理等理论观点，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成为我国国际组织法研究的扛鼎之作［21］（P5-7）。

（三） 开拓创新：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奠基

2004年，中央正式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国际法领域三部马

工程重点教材均由珞珈国际法学人担当首席专家。经过十多年的研究、编写、修订和完善，曾令良主编

的《国际公法学》、黄进主编的《国际私法学》和余劲松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学》，成为中国学者坚持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阐释中国国际法立场与主张，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运用系统思维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奠基性成果，为我国建设国际法一级学科、发展更具国际

影响力和理论自洽度的国际法二级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际公法学》是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基础。它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及

其对法学原理和国际法的有关论述中，揭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国际法蕴涵，如历史唯物

主义与实在国际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动态平衡的国际法等；全面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国际法守正

创新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国对国际法的基本立场与贡献，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倡导全球治理

体制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辩证看待国际法的价值和功能，特别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

织在维护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通过融通国际法基本理论与部门国际法制度，兼顾国际共识与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不断完善国际公法知识体系。如第三版增加国际环境法、国际发展法、网络空间法等内容，及时反映了

当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动态［22］。

《国际私法学》是实现国际私法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它以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平等保护

① 即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组织法、国际争端解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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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追求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部门化；以我国法律适用法、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仲裁法制度为基础，系统总结我国国际私法制度的生

成、发展及其科学性、合理性、实践性和先进性，完成国际私法学科体系的中国化；聚焦我国法院、仲裁机

构和调解机构的丰富实践，提炼升华我国的实践智慧，在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国际统一实体法理论与

方法、强制性规范、外国法的查明等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力求中国国际私法实践的理论化；构建的体系

既反映中国特色、又便于国际交流；既揭示基本原理、又介绍适用方法；既保持体系完整、又突出重点内

容，在国内外独树一帜［23］。

《国际经济法学》是融通国际与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代表性成果。它强调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中国问题，专门论述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有关非歧视待遇的承诺，中国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立场与实践等注

重反映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与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涉外

法治的丰富实践和最新发展，阐明中国不仅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者，而且

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注意跟踪和反映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制度和实践的新发展，如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挑战与有关改

革实践等；打通传统法学分科，整合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兼顾宏观理论与微

观制度、前沿性问题与基础性知识，初步形成了中国自主国际经济法知识体系［24］。

二、珞珈国际法学派的特质

历史上公认的法学流派都是在法学领域形成了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和基本观点

的学术共同体。其中，理论预设是可以说明但无法证明的假设，乃研究者建立、阐发其观点的理论基础

和前提；研究进路是科学研究能够取得多大影响成果的关键；基本观点是学者对某一学科领域基本问题

的主张，对一个学派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25］（P261）。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与教育历经100多年发展，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代表性国际法学家领衔，不断

拓展、深化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特别是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成立以来，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我国法

学教育、法律外交、涉外法治和国际组织的杰出人才，他们对国际法治秉持共同的理念与追求，对国际法

律和涉外法律问题采用相似的研究进路，形成了彼此认同、相互包容的基本观点。《光明日报》曾报道“国

际法‘珞珈学派’初具规模”［26］，有学者专文介绍“珞珈国际法学派助力中国对外开放”［27］（P63-68）。下面

从学派的构成要素来回答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为何可以被称为“珞珈国际法学派”。

（一） 追求国际法治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法学派的确认，主要根据学者对国际法效力根据的看法来划分［10］（P22-23）。历

史上著名的国际法学派，如西班牙教父学派、格老秀斯学派、实证法学派，之所以被公认为“成一家之

言”，是因为他们对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给出了符合时代需要、令人信服的独特解答，并以此为起点构建

价值统一、逻辑自洽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周鲠生在论述国际法的特征时，从19世纪以来的国际实践论证国际法具有法律约束力，认为国际法

是代表各国统治阶级协调的意志［10］（P4-10）。王铁崖认为，分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如果脱离了国际现

实，即便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或在设想上很动人，理论往往成为没有根据的空话。他主张从法律和事

实两个层面分析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即法律层面是各国意志的协调统一，事实层面是国家往来的需要［28］

（P1-6）。李谋盛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各国的协议，而国际法具有效力的原因是国际法在国际关系

中所起的作用［29］（P16）。曾令良认为，“意志协调说”是科学的国际法效力依据理论，它反映了国际法的

本质特征和普遍实践，因为国际社会是由不同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宗教文化差异的国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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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在价值取向、政治意愿和利益取舍等方面难免发生矛盾、分歧和冲突。国际法很难产生于各国的

共同意志，但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协商，矛盾可以化解，冲突可以避免。国际法（尤其是条约）正是通过谈

判协调各国意志逐步形成的。不过，在国际组织、国际民间团体、跨国公司甚至私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全

球治理的新时代，它们的意志或多或少反映在有关协定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中。因此，当代国际法的效力

根据不仅仅是各国意志的协调，还应该是各种国际行为体意志的协调［30］（P36）。

上述可见，珞珈国际法学人都以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力为理论预设，都以意志协调说为基本主张。当

然，他们的具体主张略有不同，如国家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还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否应该考虑其

他国际行为体的意志，等等。在方法论上，王铁崖主张从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考量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

者的追随，但到底是“国家交往的需要”还是“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学界仍没有达成共识。不管

怎样，上述理论预设和基本主张足以形成一个学派。

展望未来，要使珞珈国际法学派超越实证法学派和苏联国际法理论，得到国际上的公认，除了坚持

“意志协调说”以外，还需要从其他层面或角度解释国际法的效力根据问题。笔者认为，“意志协调说”可

以很好地说明国际条约的效力根据，但对国际强行法和习惯国际法来说，其解释力明显不够。只有另辟

蹊径，充分反映当下国际社会与全球治理的特点，才能提出既说服自己、又说服他人的理论。国家间的

交往利益、共同利益和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用来解释国际强行法和习惯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因为在

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疆土边界、独立的国家政权、特定的国家利益，都把国家利益

作为最高原则，并在国际交往中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和自身绝对安全。但历史和现实表明，每个国家如

果都矢志不渝地向着自己设定的最优化目标迈进，极有可能产生矛盾、冲突、较量甚至战争。在残酷的

斗争中，人类社会逐渐认识到，片面追求过度膨胀的自我利益而将他国视为客体、征服和攫取的对象，并

不是最优选择。特别是在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交往互动越来越频繁，安全、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

边界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利益越来越多［31］（P135-141）。这些

交往利益、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就是国际法效力的客观根据。

（二） 注重体系构建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特别注重学科体系的构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国际法的主要

方法，也是珞珈国际法学派的研究路径。除了前文已介绍的奠基性贡献以外，黄进提出的宏观国际法学

认为，国际法已经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一个调整一切国际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体系［32］

（P3-9）。该主张事实上得到了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因为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把国际公法、国际私

法、国际经济法都作为法学二级学科来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这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武汉大学国

际法研究所也是据此架构组织结构，组织科学研究，强调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综合研究，

同时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推进国际法学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在多个方向填补、充实国际法学

科体系。

例如，刘丰名所著《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关于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货币金

融法的三分法［33］（P363-375），黄进关于区际冲突法学的理论体系，李双元关于国际私法趋同化和国际民

商新秩序的系统论述，余劲松关于跨国公司法的开拓研究，曾令良关于欧洲联盟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的

体系构建，王曦关于国际环境法的体系设计，为深化我国国际法研究，构建国际法二级学科体系作出了

重要贡献［34］（P1-14）。

（三） 秉持公平正义

国际法产生之初，西方国家就力图把持国际法话语权，以“为世界造法”之名将其观念和利益固化为

法律规则。实在法学派强调通过国际习惯进行国际立法，但在20世纪前，国际习惯只是基于“欧美基督

教文明国家”的实践。非西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等，必须整体承认欧美的国际法，才能被接纳为

“国际大家庭成员”，这些非西方国家不能享受国际公法的各种利益。欧美国家可以通过“诉诸战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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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平等条约处理与非西方的关系，摄取殖民利益［35］（P40）。二战以后，由于十月革命和非殖民地化的

冲击，“诉诸战争权”和对非西方国家的歧视性规定逐步被废弃。“西方中心主义”从公开转向隐蔽，将国

际法适用机制与西方体制捆绑在一起，垄断国际规则解释权，借国际法治之名行强权政治之实。

以周鲠生为代表的第一代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聚焦领事裁判权、不平等条约等问题的研究，出版

《不平等条约十讲》《领事裁判权》等著作，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极端危害性，主张领事裁判权

“断乎不能任其存在”。周鲠生在《革命的外交》一书中，主张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外交，“利用民众势

力”来“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规则”。他协助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之手段，先后收回汉口、九江英

租界［5］（P5）。

黄炳坤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是按照工业发达国家的需求来分工的，其国际贸易制度以发达国家垄断世界市场为基础，国际

货币金融体系以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网的垄断为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结构性改

革，即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发展、原材料等重要领域，把少数发达国家操纵的结构，改变为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充分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制度。这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内在原因，必将

普遍、持续影响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发展，一些重要原则，如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优惠待遇原则，

也将得到重申和加强［36］（P1-6）。

李双元在21世纪初指出，国际关系可以分为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民商关系。前两种

是国家间关系，可谓公的关系，后者是私的关系。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分别调整这三种关

系，共同构成国际法律体系。前两者是公法范畴，后者属于私法范畴。国际社会既然正在努力构建国际

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自然需要同步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由于国际民商新秩序是全球整体意

识不断加强的产物，这种基于国际共识建立的国际秩序应是一个有序、开放、灵活的大系统，必须谋求促

进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自然人、法人开展民商事交流并平等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需

要国际私法从着眼于解决个案法律适用问题转到以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为目标，通过追求实质正义来

改造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与制度［37］（P65-66）。

综上可见，珞珈国际法学派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国际法理论与体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是珞珈

国际法学派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通过继承和发扬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总结提炼我国实践经验，创造性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该理念不仅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我国宪法，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开

展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坚实法律基础，还陆续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

会、人权理事会及相关国际组织重要文件，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38］（P26-2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未来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新境界、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

动力。

（四） 站稳国家立场

作为治国理政平天下的学问，任何时代任何学派的国际法理论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核心利

益、协调与他国的利益冲突，或者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国际公法作为国家间协调

意志的体现，其理论主张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国际经济法作为国家管理和规

范跨国经济关系的手段，无不是根据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保障本国根本利益而建

立。即使表面上主要解决私人间利益冲突的国际私法，其基本理论也与这个国家在国际体制中的核心

利益密切相关［39］（P38-52）。

周鲠生始终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留学日本时他加入同盟会；留学法国时

他联合留英、留法中国留学生，包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不让他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与国内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二战结束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好友胡适公开论战，力主独立自主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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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1949年前夕，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他严辞拒绝，坚守在校保护校产，迎接共产党的到

来；任外交部顾问期间，他对中国的重大外交政策和国际法活动都作出了重要贡献［40］（P29）。

梅汝璈在1946年至1948年作为法官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他始终坚持法治原则，有礼

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环节，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

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在学术上，他详细揭示“战争罪行”概念的演变与发

展，充分论述个人责任的国际法依据，并对官职地位和上级命令问题提出独到见解。这些论述深刻阐明

了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所确定的现代战争法原则、新的罪名、存在的合理性，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

可，也为后来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所采纳①。何勤华评价其研究既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对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充分阐述，为以后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

的法理基础，在现代国际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1］（P18-19）。

韩德培在1980年率领中国法学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国际法律科学大会期间，用流利的英文驳斥来自

我国台湾地区所谓“部长级”代表有损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发言，赢得全场的掌声，维护了我国主权与

尊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因财政困难，决定终止“文化大革命”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包括宝

钢在内的涉外合同，日本、联邦德国公司提出赔偿数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韩德培、李双元应国务院有关部

门邀请提供咨询，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罗马法和德日两国民法典据理力争，将国家面

临的潜在损失减少四分之三［42］（P32-33）。

由此可见，站稳国家立场是珞珈国际法学派的红色基因。新时代，珞珈国际法学人更应旗帜鲜明地

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过借鉴国际法治的优秀成果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处理好力量

与责任的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意愿与期望的平衡，在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互动过程中弘扬中国

法治特色，在循环往复的法治互动过程中提高中国法治水平，推进国际法治进程，最终形成具有国际影

响力和塑造力的国际法理论［43］（P10）。

（五） 提炼中国实践

一部中国国际法学发展史，就是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的外交问题、满足我国对外开放需求而不断发展

完善起来的。近代中国自晚清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开始学习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

始有了比较丰富的国际法实践，我国学者据此不断完善我国的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学科体系。改革开

放时期，中国学者将我国外交实践和国际法治经验注入一般国际法理论，不仅确立国际经济法的独立学

科地位，还不断充实和丰富国际法体系下的分支学科。进入新时代，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我

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国际法学界深入研究国际法前沿问题，努力提

炼中国国际法实践经验，不断升华中国国际法理论，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初步形成了中国

特色国际法学科体系［44］。在此过程中，珞珈国际法学派始终把提炼中国实践作为研究、运用、塑造国际

法的基本方法。

周鲠生熟知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写作《国际法》时，不仅把旧中国

遇到的国际法问题穿插进去，还把自己在新中国参与国际法斗争的亲身经验及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和主

张反映在书中，将新中国率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使珞珈国际法

学派与其他国际法学派有了本质差别。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意味着其他一

切国际法规范必须受其制约，加强了现代国际法的法律严格性、政治原则性和理论逻辑性。此外，他对

新中国的承认、继承、国家责任、领海、外交方式、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华侨的国籍和保护等问题，都做了

精辟论述［7］（P51-52）。韩德培评价该著作是“将国际法与中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国际法学界理

论联系实际的典型和榜样”［8］（P4）。

① 包括1949年《日内瓦公约》、1993年《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1994年《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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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鄂湘在研究国际人权法时，有感于我国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于1992年创

办我国首家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将人权法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融为一

体，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志愿者精神的倡导、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引进等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6］

（P134-136）。他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长期分管我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致力于总结

提炼我国涉外司法经验，推动实施涉外审判精品战略，为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兼任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为加强我

国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贡献良多［45］。

黄惠康根据自己扎实的国际法理论、丰富的国际法实践和外交经验，在2019年出版《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与国际法》，深入论述法律与外交融合之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系统总结我国的条约法律外

交史、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向海兴国的“蓝色外交”、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外交”、追逃追赃反腐败的

“红色外交”、网络空间治理的“数字外交”和“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条法事务，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

法构建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这是珞珈国际法学人注重提炼中国实践的最新代表性成果［5］。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的历史传承跨度与紧密度，代表人物的学术影响，人才培养的规模

与成效，研究成果对本国外交和涉外法治建设的影响及其对国际法治的贡献，与人类历史上公认的国际

法学派相比，并不逊色，可以称之为“珞珈国际法学派”。

三、珞珈国际法学派的历史使命：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46］（P199）珞珈国际法学派发展至今，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

珞珈国际法学人的肩上。下面从基础条件、指导思想、构建目标、构建路径与构建方法等方面论述珞珈

国际法学派该如何完成上述历史使命。

（一） 基础条件

根据新时代我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战略需求、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的理论积累和工作平台优势，

珞珈国际法学派在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中完全可以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现实需求

国际法学科发展的历史表明，国际关系力量中心的转移常与国际法理论创新相伴而生。三十年战

争以后，教会式微，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格老秀斯学派将国际法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否定教会在

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基础。格老秀斯把海洋自由作为国家间的合意和

海洋法的基石，符合新兴海洋贸易国家的利益和资本主义自由价值观，能够巩固商业文明国家主导的近

代国际秩序，其理论因此长期被西方社会奉为圭臬。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崛起为最大的殖民帝国以后，反

映其实践理性与殖民利益诉求的实证分析学派开始占据国际法前沿，它以高度的灵活性满足不同地缘

环境和文化需要，便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收割殖民利益。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俄政权首

先要解决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环伺敌对环境中生存下来的问题，苏俄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间和平共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苏联国际法理论［35］（P34）。

当今中国正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际秩序迎来新旧交替的窗口

期。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法理论既要维护和保障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又要满足广大发展

中国家变革全球治理模式的愿望。这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构建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

契机。

2. 理论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不断加强国际法的学习与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学科体系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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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的独立学科身份得到确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我国国际法分支学科得以建立与充实，国际组织法、国际海洋法、国际条约法、国际人权法、国际

航空法、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

仲裁法、国际环境法等均形成了理论自洽的学科体系。随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中国积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国际法学界积极倡导国际法治，努力提炼中国国际法实践的经

验与智慧，产出不少反映中国主张、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中国特色国际法学科体系基本建成。主

要表现在国际公法学科体系迈向科学性、国际私法学科体系彰显开放性、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体现时代

性、交叉学科体系反映前瞻性。珞珈国际法学派在中国国际法理论从文本走向体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

发挥着引领作用，为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3. 组织保障

在法学研究进入专业化、职业化阶段以后，一个法学流派的生成，通常需要一个研究机构作为固定

的科研基地，编辑出版一份甚至多份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引导学者逐步形成共同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

和基本观点，开展有组织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扩大学派的理论说服力和社会影响力，使该学派得

到国内外的公认，同时得以传承和发展。

作为珞珈国际法学派的固定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是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在我国高等

学校最早成立的国际法专门研究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我国首批国际法硕士点（1981年）、博士点

（1981 年）、国家级重点学科①（1989 年）；在 90 年代获批博士后流动站（1992 年）、“211 工程”建设项目

（1996年）②［6］（P31-32）。2000年，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

年，以国际法学科为基础申报的“985工程”建设项目“国际法与国际新秩序”创新基地被教育部确定为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14年，以国际法研究所为支撑单位申报的“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

平台”被教育部批准为“2011协同创新平台”。2015年，国际法研究所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

开始探索高校智库建设规律，建立符合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战略谋划能力、决策影响能力和

国际影响力，为中央决策当好参谋助手。2020年11月，为了汇集全校优质资源，通过“全校办智库”将国

家高端智库做大做强，武汉大学以国际法研究所为基础成立国际法治研究院，整合国际法治与全球治理

相关学科，负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2022年，国际法治研究院获批多个国家级平台，为珞珈国际法学派

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 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

政治成果，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46］（P1）。

就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来说，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指明了方向，还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原则要求。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十个方面［47］。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

调推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必须

① 最初名称为“国际经济法（联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后来称为“国际法”，并在历次评估中均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② 三期建设项目名称分别是“国际法与比较法”“当代国际法与中国法治现代化”“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法与中国法”，最终以全优成绩通过教育部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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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全过程，融通全领域，立足中国实际、扎根中华文化、贯通理论

实践，开拓珞珈国际法学派新境界。

（三） 构建目标

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

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46］（P199-200）因此，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

世界学术之林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是构建中国特色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和核心。

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就是要通过建立具有制度塑造力的学术体系，提升我国国际法话语

的国际公信力，去创造或者创新具有理论吸引力的国际法学科体系。

第一，构建具有理论吸引力的国际法学科体系，既要有内容相对确定的若干基本领域或分支，又要

反映这些基本领域或分支之间的联系方式，还要揭示国际法体系及其内部分支所具有的功能。由于学

科体系的结构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而改变，还需要我们从时代要求出发，按照突出优势、拓

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思路不断推进国际法学科体系建设［48］，使中国提出的国际法理念、原则、

主张、法理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共同价值，兼顾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既能

在中国法学界取得共识，又能在国际学术交流甚至交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与支持。

第二，打造具有制度塑造力的国际法学术体系，既要兼顾学术活动的基本要素或环节，如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又要考虑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学术活动整体及其内部各要素或环

节所具有的功能。作为一种活动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必须有利于学术活动，为完善我国涉外法律制度、

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形成具有实践公信力的国际法话语体系，既要研究言语活动的基本要素，如词语、陈述，还要

重视言说活动整体及其内部要素所具有的功能，特别需要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学术话语与官方

话语、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之间的关系，着力建设现代中国国际法学术话语，让中国促进国际法治的立

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活动具有越来越强的国际公信力。

（四） 构建路径

习近平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路径作了明确指示，那就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

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

专业性”［49］（P338-347）。对于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来说，亟待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解决的根本

性问题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真正鼓励和吸引更多高校设置国际法一级学科，解决当下我国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困境，为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

尽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明确

要求完善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设置，支持能够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高等学校按程序设置国

际法学相关一级学科，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涉外法治紧缺人才。但直到2023

年8月，只有武汉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准，恢复国际法本科专业。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也

无法为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提供必要条件。建议教育部明确国际法一级学科地位，至少采取

特殊政策吸引更多高校建设国际法一级学科。笔者在《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勇担国际法学人的历

史使命》一文中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做了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50］（P12-14）。

（五） 构建方法

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关键是“自主”，一方面要消解国际法“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要

从中国立场、主张和实践中提炼国际法理论。其核心是国际法知识体系，就是要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进行全方位综合性建构。其中，国际法一级学科体系是要实现的目标，学术体系是为了实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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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途径，话语体系则是从概念、陈述、文本构成等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规范引导。因此，构建中国自主

国际法知识体系既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科学工程，必须遵循法治文明发展规律和法学知识体系成

长规律，其方法是多层面、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51］。

为了实现从学科体系方法到知识体系方法的升华，珞珈国际法学派除了继续弘扬前文总结的传统

方法以外，还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形成一个共识，即打破学科分野、践行问题导向。构建国际法知识体系，需要兼顾学科逻辑、

学术功能和话语传播，按照有利于国际法知识的整合与创新、有利于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中国

国际法理论的国际传播，打破传统法学部门的学科界限，不仅要加强国际法不同部门之间的综合研究，

还要融通国际法与国内法，对我国面临的重大涉外法律问题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国际法问题，基于不

同学科视角、不同国际行为体诉求、不同研究方法，开展综合性比较研究，注重揭示问题的本质、特点和

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第二，遵循“两个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涉外法治建设和国际法治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

一方面，要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用来分析国际法的形成、变革、功能、局限和发展方向，

用来阐释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国际法的概念、心态、立场和原则，用来论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在维护祖国统一，确立国家独立自主，保障国家利益，维护区域秩序，推进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完善涉外法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行动

上的科学性［52］（P185-188）。

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只有用中国传统国际理念和社会治理理念反思

现代国际法，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才能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例如，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天

下观”，这与近代国际法将“国家”作为理解国际法问题的最大单位不同，意味着另一种秩序预设，即将儒

家的社会建构观念延伸到世界，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亲疏有别的大家庭，以此构建国际法有利于我们超

越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眼界，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基础建构世界秩序。因此，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当挖掘中国

传统文化关于社会治理和国际治理的经验，将其导入国际法理论中，一方面为我们反思国际法、发展国

际法带来启示，同时提高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在国际法舞台成为真正的知识生产者［53］（P50-53）。

第三，坚持“三个面向”，即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面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就是要借鉴古代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论证当下中国强调经济现代化与生态保护同等重要的合理性，说明法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相互融合的必

要性与可能性，证成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等国际法原则的正当性，为促进人类生态法

治文明迈向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还要利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来解

释国际法的追求，用中国法治观揭示中国为什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用中国发展观、中国安全观说明中国为什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

倡议，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说明中国为什么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等

等［54］（P21-24）。

面向世界，就是要与西方国际法开展深入的对话融通。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从“天下

主义”进入“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轨道，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构建国际法新知

识体系的过程。新时代仍需要对其他国家国际法知识进行批判、借鉴和比较，只有在知识体系层面与它

们进行融通对话，才能不断扩大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面向未来，就是要科学预判和深刻理解中国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发展趋势与客观规律，把握未来法治

的形态和意义。未来法治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新形态新阶段，其鲜明特质是数字科技与法治体系的深度

融合，这种深度融合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推动人类社会规则变革、秩序重构、社会变迁。珞珈国际法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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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探索智能社会法治秩序生成与发展规律，深入研究新领域、新疆域的国际治理规则，使中国自主

国际法知识体系能够发挥面向未来、走向未来、引领未来的作用，展现其对世界法学的感召力和影响

力［55］（P1-15）。

只有坚持上述三个面向，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才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未来优势，才能与人类

法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知识相契合，才能有效应对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对社会秩序和

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豪情满怀地走出国门、奔向未来。

四、结  论

总结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人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而学习和研

究国际法，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中国“富起来”而研究和运用国际法，在新时代为了中国“强起来”正在

加强运用和塑造国际法。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在上述不同历史阶段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之所以被誉为“珞珈国际法学派”，是因为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具有追求国际

法治、注重体系构建、秉持公平正义、站稳国家立场、提炼中国实践等方面的共同特质，符合国际法学派

生成与发展所需要的共同理论预设、研究进路与基本观点，且在百年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

新时代，珞珈国际法学派有必要、有条件承担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使命。总体而言，就

是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具有理论吸引力、制度塑造力与实践公信力

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为目标，通过建设国际法一级学科，打破学科界限、践行问题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涉外法治建设和国际法治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坚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中国法治经验提升为中国法治理论，加快构建我国国际法话语体系，夯实支

撑国际法的学理根基，发挥国际法在融通中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使中国国际法学科真正屹

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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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of the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Xiao Yongp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cienc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originated from and founded in Wuhan University,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100 years of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at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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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University have bee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The sciences of public inter‐

national law created by Zhou Gengsheng,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y Li Haopei, have laid a solid foun‐

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The grand system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ounded by Han Depei, the syst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y Yao 

Meizhen, and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aw by Liang Xi, are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s in the era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hree textbooks 

under Marxist The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namely, The Scienc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by Zeng lingliang,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y Huang Ji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by Yu jinsong, 

have laid a good basis for China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

tury. In recent years,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Wuhan University has been known as the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because of it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pursuing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focusing 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uphold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firmly standing on the nation's 

position, and summarizing China's practice. On the new journey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carry forward its historic mission of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

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On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with the goal to build a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ttractive‐

ness in theory, institutional power to shape and credibility in practice, through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law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break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practicing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follow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adhering to the "three directions to face", may the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plete the mission and make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s academic soci‐

e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law; Luo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law knowledge sys‐

tem;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academic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discourse sy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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